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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概念界定 ：新区、城市活力与空间形态演化
本文中的“新区”界定为经规划设计，在短期内迅速开发

建设的城市建成区域，既包括与现有建成区毗邻的延伸拓展，

也包括跨越式建设、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新城 [1]。这里的“新”

主要是相对经历了较长时间逐步发展建设而成的“老”城而言

的。本文主要关注新区的物质空间形态及相应的城市活力表

征，不涉及新区的行政、管制及经济等方面。此处的“活力”

（vitality）则主要关注于城市空间活力，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基于

城市空间形态影响下的，丰富而有趣味的城市生活与城市活动 [2]。 

空间形态演化（urban morphogenesis）一直是城市形态学中的一

个重要议题，英国学者拉克姆（Larkham）和琼斯（Jones）将

其定义为城市形态随时间流逝所自发产生的街道、建筑、地块

等形态要素的变化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影响 [3]。广义的空间形

态演化既包括在某些新城新区随时间流逝从无趣变成有吸引力、

从低城市活力到高城市活力的过程，也包括如底特律等老工业

城市那样逐渐衰败和废弃的演化过程。本文则关注于前者，即

城市形态的正向演化——从“新城”向“老城”，从缺乏活力到

更具活力的演化过程。

1.2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城市化和快速扩张之后，中国经济逐渐

向“新常态”转型，确立了以人为本，更注重空间品质的新型

城镇化战略。在此背景下，我国新城新区普遍出现的中高强度

建筑开发与低密度人类活动之间的悖论日益突出。相当数量的

新城和新区具有较高的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理论上为营造城

市活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实际上城市活力却难得一见 [4]。

与这一情况类似，欧洲各国在二战后的 1950—1970 年代也同样
经历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并伴随着大规模的新区和新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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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5]。这些统一规划、迅速建设的高密

度新城在早期同样面临缺乏城市活力

的困扰。在随后数十年中，有些新城

的活力随时间流逝而逐步提升。有些

速度较快的已经成功转变为富有活力

的城市区域，有些在新城建成的数十

年后仍存在缺乏活力的问题 [6]。

在这一长时间跨度中城市空间形

态及活力是如何演化的？新城城市活

力的逐步提升是否随着时间流逝会必

然发生？本文尝试在这一方向上进行

探索，试图从欧洲案例过去的演化探

寻新城新区空间形态与活力的演化可

能，并以此来指导国内新区新城的活

力营造。

1.3  城市形态研究方法的改进可能
不论是以康泽恩学派（Conzen 

School）为代表的经典城市形态研究 [7]

还是城市形态学在当代建成环境下的

拓展 [8-9]，不同的城市形态学派在基本

形态分析方法上基本是一致的：即通

过建筑及其开放空间、街区、用地单

元、街道等基础空间形态要素来抽象

和分析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和历史演进
[10]。城市形态研究为城市设计实践提供

了一个形态学的分析视角，但其以定性

判断和手工操作为基础的城市形态分析

一方面受制于分析者的主观判断而难以

实现统一的分析；另一方面难以深入把

握城市形态的细微特征及其演化。这一

问题使得城市形态分析在当下难以更为

深入地助力于城市设计实践 [11]。不过近

年来城市形态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

量化的分析手段，为更精确、细致地研

究新区空间形态特征与活力高低随时间

的演化提供了可能 [12]。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框架与分析方法
本文以若干荷兰案例为切入点，针

对随时间流逝所发生的城市形态与活

力的演化进行分析，从中尝试探寻若

干规律，随后基于此对国内的新城新

区建设的活力营造提供建议。

研究的开展具有两大难点：一是如

何实现对于城市形态特征的量化分析？

二是如何收集在数十年时间跨度下的详

细城市形态要素数据？近年来，相关技

术的进步为解决第一个问题带来了可

能。空间句法（Space Syntax）①、形态

矩阵（Spacematrix）②和功能混合指标

（MXI：Mixed-use Index）③等定量形态

学研究工具的进步，以及地理信息系统

（GIS）在城市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为

城市空间形态的量化表述提供了技术基

① 由英国城市学家希利尔（Bill Hillier）提出，将城市街道抽象为一组彼此相交的直线段，在此基础上计算和量化它们之间的拓扑连接关系（空

间整合度），进而能够被用于解释街道的可达性、相关的经济活动分布以及街道活动。

② 由城市形态学家贝格豪泽 - 庞特（Berghauser-Pont）和豪普特（Haupt）提出，该方法用于对欧洲多个城市进行大样本分析，并构建起基于定量

数据的城市形态分类标准。

③ 由荷兰规划师范德赫克（van den Hoek）提出。计算公式：MXI= 居住 (%)/ 工作 (%)/ 设施 (%)，即各类功能的建筑面积在总建筑面积中的比率。

④ 更详细的分析方法请参见参考文献 [16]，因篇幅原因在此不做详述。

图 1  量化的城市形态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 改绘自参考文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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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空间句法作为对于城市街道空间连

接关系的抽象及组构分析，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街道的可达性 [13] ；形态

矩阵基于容积率、建设强度和层高等数

据来界定城市地块的空间形态，为同时

反映地块的建设强度和建筑形态特征提

供了可能 [14]；而功能混合（MXI）以功

能混合度的定量为分析目标，通过地块

中居住、工作、设施这三种主要功能的

建筑面积的比值来界定该地块的功能混

合度高低 [15]。受此启发，笔者提出了在

GIS平台上叠合分析街道网络、建筑类

型与开发强度、地块功能的混合度等城

市形态要素的工作框架 [16]，可以进一步

利用这一工作框架进行城市形态与活力

演化的研究④（图 1）。
而第二个难点则难度更高，在数

十年这样长的时间跨度中，针对新区

或新城在城市尺度下的单个建筑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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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层高与地块功能数据几乎不可

能完整获得。因此本研究不得不采取

替代方案，通过选取一系列区位和规

模类似但处于不同城市形态演化阶段、

具有不同活力的案例来类比单一案例

在时间轴上的逐步演化。

2.2  研究案例
本研究选取了三座具有相似性

但演化程度不一的荷兰新城进行分析

（图 2）。三座新城分别是莱利斯塔德
（Lelystad）、阿尔梅勒（Almere）和

祖特尔梅尔（Zoetermmer）；它们具有

类似的建成时间，都始建于 1960 年
代—1970 年代；类似的区位条件，都

位于兰斯塔德城市群内，此外也都是

按照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在短时间

内建立的新城。其中莱利斯塔德始建

于 1967 年，是填海形成的弗莱福兰

（Flevoland）省的省会，但由于缺乏

助力，其发展相对较慢，现有居民不

到 10 万。同在弗莱福兰省的新城阿尔
梅勒因为更为靠近阿姆斯特丹，虽然

1974 年才开始建设，相对发展速度较
快，已经一跃成为荷兰的第七大城市，

现有居民 19 万人。祖特尔梅尔则是在
原有小村庄的基础上自 1960 年代以来
不断拓建，现已成为荷兰重要的信息

技术研发城市，居民 12 万人。根据荷
兰社会学家莱茵卓普（Reijndorp）针

对一系列荷兰新城所进行的发展活力所

进行的评价研究，基于居民构成、社会

图 2  荷兰三座新城案例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N

① 以栅格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荷兰新城形态特征的初步详见参考文献 [19]，但由于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导致结果具有一定争议。因此本文尝试改用

地块来进行深入分析。

② 可达性分析从街道向地块的转化是基于距离衰减模型来实现的，其公式为 Bb= BtAR(x)i 。其中 Bb 代表基于地块的可达性结果 , 

BtAR(x)i 则代表围绕地块的某条街道 i 的可达性结果，可通过 SDNA 等分析软件计算得到。而 Li 则代表街道 i 的道路中心线长度， Di 则代表街道

i 的道路中心线距离该地块边缘的最短几何距离 , 而α为距离衰减系数。由于全局可达性衰减较慢，因此在计算全局可达性的时候取 -1，而局
部可达性衰减较快，因此在计算局部可达性时则取 -2。这一距离衰减模型可以实现对于街道可达性向地块要素的科学转化，从而助力于更合
理的形态学分析。

活动等社会经济指标的评估和访谈，这

三个案例的活力排序从高到底分别是祖

特尔梅尔、阿尔梅勒、莱利斯塔德 [17]。

祖特尔梅尔处于从新城向正常城市演

化的高级阶段，在活力方面与一般正

常城市相似，而阿尔梅勒尚处于过渡

阶段，莱利斯塔德则仍然是典型新城，

城市活力较低。

3  案例分析

对于街道这种矢量数据和地块这

种多边形数据的整合，笔者之前尝试

过以栅格为基本分析单位来整合多个

要素的研究 [18,19]，但其难以解决可塑

性面积单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在不同栅格尺度下的结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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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一致性①。因此本文改用地块

（street block）作为基本分析单元，通

过在 GIS 平台来整合使用空间句法、

形态矩阵和功能混合这三种分析方法

对于不同活力及发展阶段的案例中的

街道可达性、建筑密度与形态，以及

功能混合度这三种空间形态要素的分

析来探寻内在规律。这一方法的优点

在于建筑密度与形态以及功能混合度

指标都原本就是基于地块的，只需将

基于道路的可达性分析转化到地块上

就能形成相对准确而有形态学意义的

分析②。

在国内外多个实证研究中都显示

基于空间句法的可达性分析与城市活

力具有相关性，高可达性往往易于催

生高城市活力 [20]。因此本研究首先关

注其在不同城市演化阶段中是否会出

现不同的可达性变化。具体来说，空间

句法分析因为计算范围不同，可分为全

局尺度和微观尺度两种。在全局尺度，

高可达性的主要路径能够被有效识别；

而在微观尺度，街区中心等具有小尺

度可达性的地方则能够被凸显。因此

本研究会一并考虑两种尺度下的选择

度，通过 GIS 平台将各条街道的选择

度数值赋予其环绕的各个街区。全局

和微观尺度的分析会被整合并按照 GIS 

的自然断点法（natural breaks）划分为

高（红）、中（黄）、低（绿）三大类，

作为最终可达性的指标。大体上看，三

个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案例的可达性

的高、中、低比例差别并不大（图 3）。
但是演化阶段最低的莱利斯塔德的高

可达性地块比较分散，特别是市中心

区域的可达性不高。

建筑密度及形态的分析则根据

地块中建筑层高的不同可以分为低层

（1~3 层）、多层（4~6 层）和高层（7 

层及以上）三类，反映出建设强度的

增减。而根据地块中建筑形态的不同，

可分为点式、板式和围合式三类，反映

出不同的形态特征。整体的形态可按

图 3  街道可达性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4  建筑密度及形态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47 2017 Vol.32, No.2国际城市规划

叶宇  庄宇    新区空间形态与活力的演化假说：基于街道可达性、建筑密度和形态以及功能混合度的整合分析

图 5  功能混合度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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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演化阶段的三种城市形态要素变化

案例 形态演化阶段 形态要素评价 街道可达性 建筑密度及形态 功能混合度
三种形态要素的叠合

情况

莱利斯

塔德 低

高   5.2%   1.6%   0.5%   1.7%（高叠合）

中 28.4% 17.2%   7.6%   5.8%（中叠合）

低 66.4% 81.2% 91.9% 92.5%（低叠合）

阿尔

梅勒 中

高   5.8%   4.6%   0.6%   3.1%（高叠合）

中 27.8% 33.0%   7.1%   9.6%（中叠合）

低 66.4% 62.4% 92.3% 87.3%（低叠合）

祖特尔

梅尔 高

高   6.6% 12.0%   1.4%   4.1%（高叠合）

中 29.1% 32.0% 11.5% 15.1%（中叠合）

低 64.3% 56.0% 87.1% 80.8%（低叠合）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此分为九种类型：从低层点式到高层

围合式。根据已有的研究，多层板式

或围合式以及高层围合式等形式在城

市活力方面具有较高的正面影响。这

一方面是因为这几种形式能提供足够

的建设强度，往往意味着有足够多的

人来使用这个地块。另一方面则是板

式或围合式的建筑形态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了建筑和街道空间的渗透和交互，

为多样化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可能。该

分析在从低到高的三个不同城市形态

演化阶段中的表现则有明显差异，多

层板式或围合式以及高层围合式等对

于城市活力有较强正面效应的形态类

型（红色）随着城市形态演化阶段的

提升而相应增加（图 4）。
类似的趋势同样可以在功能混合

度分析上观察到。本文中功能混合度划

定如下：若地块某一功能的楼层面积

比例大于 95%，则属于单一功能地块；

若具有两种功能且每种比例大于 5%，
属于双功能地块；若具有三种功能且每

种比例大于 5%，则属于混合地块。这
里采用 5% 作为划分是基于楼层面积分

析而得出的。例如一个 100 m×100 m、

容积率为 1 的商住地块，5% 的商业意

味着可以容纳四个街角商店或者大半

条临街面的底层商业，能够为该地块带

来不一样的氛围。具体到实证分析中，

如图 5 所示，随着城市形态演化阶段

从低（莱利斯塔德）到高（祖特尔梅

尔）发展，具有较高功能混合度的地

块（黑色及灰色）不断增加。

表 1 显示的则是街道可达性、建

筑密度与形态，以及功能混合度这三个

形态要素的高、中、低值在不同城市形

态演化阶段的分布。街道可达性特征

似乎随城市形态演化阶段的变化不大，

在三个案例中的高、中、低可达性比例

基本类似。这一情况可以理解为，一

方面街道网络本身会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作为在同一时

期按照现代主义规律理念设计的新城，

它们的街道网络特征本来也比较类似。

莱利斯塔德这个处于较低城市形

态演化阶段的新城具有明显较低的建

筑密度及形态特征和较低的功能混合

度特征。而阿尔梅勒作为处于中等城

市形态演化阶段的新城则在建筑密度

及形态方面有明显提升，但是其在功

能混合度方面与处于前一演化阶段的

莱利斯塔德相比则没有明显区别。而

作为处于较高演化阶段的新城，祖特

尔梅尔则在建筑密度及形态和功能混

合度两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提升。

笔者对这三个形态要素的叠合情

况也做了分析，表 1 中形态要素叠合

情况中的高叠合代表三个要素都为中

值或高值，而低叠合则代表三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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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值的地块随形态演化不断增加，适合

作为分子。这两者的比例关系可以提

供对于新城空间演化的一个量化测度。

拟合度为 100% 意味着所有具有良好街

道可达性的地块都与良好的建筑密度

及形态，以及功能混合度相结合，能

够为城市活力的催生提供适宜的形态

基础。而拟合度为 0% 则意味着所有具

有良好街道可达性的地块无一能与良

好的建筑密度及形态和功能混合度要

素相结合，不利于活力的产生。如表 2
所示，在以上三个案例中，拟合度值随

城市形态的演化从低到高而逐渐增加。

4  讨论与总结

本文针对长时间跨度中城市空间

形态及活力演化问题，基于三座新城

展开研究并提出了一个假说：城市活

力随时间流逝的自然增加在城市形态

上表现为适宜的建筑密度与建筑形态、

足够的功能混合度向具有高街道可达

性的地块积聚的过程。具体来说，街

道可达性在这一过程中趋向于相对保

持稳定。而建设强度、建筑形态与功能

混合度在长时间跨度内是逐步变化的。

城市活力随时间流逝的自然增加其实

是城市形态的空间结构（可达性）与

表 2  新城形态演进的测度

案例
形态演化

阶段

在三个形态要素中都具有中或

高值的地块数目

具有中或高值街道可达

性的地块数目

形态要素拟合

度

莱利斯塔德 低 22 443   5.0%

阿尔梅勒 中 72 899   8.0%

祖特尔梅尔 高 54 463 11.4%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中没有高值出现且中值不超过两个。随

着城市形态演化阶段的提高，三个案

例中的中、高叠合的形态类型在整体

案例地块中不断增加。

由此可以猜想，在新城向更具城

市活力的形态演化过程很可能具有两

个规律。首先，街道可达性、建筑密

度及形态，以及功能混合度的先后增

长存在一定的规律。街道可达性由于

街道网络自身的稳定性而趋向于保持

不变，而建筑密度及形态会在城市形

态演化过程中率先向有助于城市活力

催生的形态转变，随后则是功能混合

度相应也随之提升。

其次，在这个城市形态演化过程

中，同时满足街道可达性、建筑密度及

形态，以及功能混合度这三个形态要

素均为中或高值的地块比例不断增加。

如表 1 所示，其中叠合情况为高则代表
着地块同时在这三个形态要素中具有

中或高值；而叠合情况为低则代表着地

块在这三个形态要素中完全没有高值

存在且为中值的形态类型不超过两个。

随着形态演化阶段从低到高，三要素

叠合为高的比例不断增加，从 1.7% 到

3.1% 乃至 4.1%。考虑到街道可达性这
一特征在较长时间跨度内都趋于稳定，

城市形态随时间流逝向更有活力的形

态转变的过程应该具体表现为适宜的

建设强度与建筑形态以及足够的功能

混合度向具有高街道可达性的地块积

聚的过程。

基于这两个理解则可以进一步提

出形态要素拟合度指标，实现对于城

市形态演化阶段的量化测度：

形态要素
拟合度

=

同时兼具三个形态要素的
中或高值的地块数目

具有中或高值的街道可达
性的地块数目

由于街道可达性在整个过程中相

对稳定，适合作为分母。而同时满足

街道可达性、建筑密度及形态，以及

功能混合度这三个形态要素均为中或

基于空间结构上的其他要素（建设强

度及功能）在数十年的长时间跨度中

相互匹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

有高可达性的地块由于其便利性，自

发地吸引高强度的再开发及功能调整，

逐步实现以上三个形态要素的空间集

聚和城市活力的培养。这一过程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新开发的地区从生

活不便变成便利，从无趣变成有吸引

力，从低城市活力到高城市活力的过

程。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形态要素拟

合度指标，通过计算适宜的可达性地

块与适宜的开发强度和功能混合度结

合的比例来度量“新城”向更具活力

的“老城”转换的程度。

但是城市活力并非一定会随着时

间流逝而逐步增加。城市活力在物质形

态方面的表征是由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

的：一是由规划设计所决定的基于路网

特征的街道可达性这一先天性因素，基

本不随时间流逝而变化；另一方面是由

建设完成后的形态要素拟合度这一后天

因素所决定的，会随时间流逝而逐步演

化。若新城普遍存在封闭社区、断头路、

尽端路等情况，则其整体空间结构的街

道可达性会偏低。考虑到街道可达性在

长时间跨度内相对稳定的特性，若此类

表 3  城市活力及形态演化假说总结

城市

活力

街道可

达性

形态要素

拟合度
具有改进潜力的形态类型 示例

随时间流逝而活力

逐步增加的可能性

极低 低 低 建筑密度及形态和功能混合度 莱利斯塔德 可能性高

较低 高 低 建筑密度及形态和功能混合度 阿尔梅勒 可能性高

较低 低 高 街道可达性 以封闭社区、断头路、尽端

路为典型模式的国内新城

可能性低

较高 高 高 — 祖特尔梅尔 —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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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由于高密度开发模式所导致的形态

要素拟合度已经较高，则此类新城的城

市活力可能会被长期锁死在较低水平，

难以出现随着时间演化而更具城市活力

的情况（表 3）。考虑到封闭社区和大
街区内含尽端路等路网形态是国内新城

普遍的建设模式，未来国内新城的空间

活力发展存在隐忧。

而具有较好街道可达性的新城，

如莱利斯塔德和阿尔梅勒，虽然欠缺

建筑密度及形态和功能混合度等要素，

但随时间流逝和形态要素拟合度提高，

其可预期的城市活力很可能会逐步增

加。而祖特尔梅尔则兼具良好的街道

可达性和形态要素拟合度，并由此催

生了较高的城市活力。

此外，基于这一城市形态演化的

假说，我们可以回顾当前以功能主义为

主导的新城、新区规划范式。当前的

规划范式则是普遍以功能安排为先导，

基于地块功能来考虑其他形态要素的

安排（图 6）。这一范式从功能主义角
度是合理的，但也容易导致多个城市形

态要素之间的匹配度失衡，进而导致能

够促生城市活力的多个城市空间形态

要素难以集聚和城市空间的活力缺乏。

因此在某些需要实现城市活力营造的

规划设计实践中，我们应考虑以街道可

达性为代表的空间结构为核心切入点，

一方面保证整体上良好的街道可达性，

另一方面以高可达性的街道分布来组

织建设强度和功能等要素的安排，从

而一步到位地实现多个具有正面效应

的城市形态特征的集聚，最终助力于

高城市活力的城市空间的涌现。

这一研究凸显了近期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推行“街区制”和

“开放小区”的重要意义。毕竟良好

的街道可达性是促生城市活力的最核

心要素，只有通过逐步破除“大院制”、

改变以封闭街区为主的开发模式，不断

推动街区小路网的连片化，才能从根

本上提升城市街道系统的整体可达性，

进而促生更多的活力空间，为提升城

市空间品质和多样性带来更多可能。

不过本研究的不足也比较突出。受

制于长时间跨度下详细城市形态数据

的缺乏，因此不得不尝试使用多个类

似案例来进行比较分析。虽然这已是

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行的途径，但其代

表性到底如何仍值得商榷。只能寄希

望于未来随着新数据环境的发展，在

广泛收集具有不同时间片段的城市形

态数据后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实现

从假说到理论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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